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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研究工业企业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对于企业排污治理的影响。我们构建理论模

型说明，当国家能力不足以确保对税收和排污监管的严格执行时，成本最小化动机驱使企业

比较这两种政策的违规成本，并在逃税和超量排污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税收征管力度加强

时，企业会倾向通过增加超量排污来最小化成本，从而表现出跨部门的外部性。利用中国城

市面板数据，并以城市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为工具变量，本文发现，地区增值税实际

税负的增加，会导致工业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上升，而其他与工业企业成本无关

的政府收入的变动则无此影响。本研究表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多

管齐下；缺少一致行动的治理行为则可能导致跨部门的外部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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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国家能力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领域治理绩效的基本决定因素。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文献指出，以财政能力为中心的国家能力的匮乏，是制约发展中国

家经济发展的一大主因（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Besley & Persson, 2010；Bardhan，2016）。

自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以财税体制为中心，采取了大量旨在强化国家能力

的改革。已有的研究表明这些改革显著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改进了经济绩效（张晏和龚六

堂，2005；陈钊和王旸，2016；范子英和彭飞，2017）。然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尚未

对于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协同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对不同维度的治理能力之间的联系缺少

经验性研究。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税收和污染数据，考察了当代公共治理体系的两个重要维

度：税收征管和污染控制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税收征管力度的强化可能提高污

染排放强度，产生跨部门的外部性。 

公共治理体系中跨部门外部性的产生机制如下。首先，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国家能力的匮

乏(slackness)，导致行政能力和正式制度的提供不足，公共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对发展中

国家的国家能力和市场制度最常见的制约来自于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或者具

有非正规性（informality）的市场活动（La Porta & Shleifer, 2014）。经济活动非正规性可以

理解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突破各种正式制度架构下的监管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

Levy（2010）指出，过强的政府监管会导致经济活动转向非正规性，削弱管制本身的实施效

果。例如，税率提高可能导致企业通过会计操作转移利润、非法避税（Fisman & Wei, 2008；

毛程连和吉黎，2014），或者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入政府难以直接监管的“地下”领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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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收入减少（Gruber & Saez, 2002），而企业的逃税行为与政府规模和治理水平相关（马

光荣和李力行，2012）。 

其次，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制度变量，某一政策领域行政能力的改进，并不必

然意味着其他领域的齐头并进。由此，缺乏部门协同的治理措施可能顾此失彼。这是因为，

在市场中被监管的对象——企业，是寻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主体。公共治理能

力的相对匮乏，意味着企业能够以转移经济活动、规避正式监管的方式来降低合规成本

(compliance cost)。随着单一领域政策 A 的执行力度的强化，规避监管的成本上升，企业将

倾向于减少在 A 领域的经济非正规性，同时增加在 B 领域的经济非正规性，造成 B 领域的

治理绩效下降。 

以环保监管领域的污染排放为例。企业超量排污可以看作一种特定形式的经济非正规

性——即通过瞒产、超排等方式，把本应合规报告、并按相关标准对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监管体系以外。按照主流公共经济学的认识，当企业面临的实际税负增加，

或者取得合法经营的许可证的成本过高时，无力应对成本压力的小企业通常会选择逃税或

者不进行经营活动的合法注册（即转入地下经营）。然而，随着税务部门监管和稽查力度的

提高，逃税或地下经营的被查出风险和相应的成本攀升。相对而言，通过瞒产、超排（减少

对污染物的无害处理）来节约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成为了一种相对低风险和低成本的监

管规避策略。简而言之，逃税和超排都能节约成本，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替代关系，当税收监

管加强时，企业更可能选择超排。本文的研究重点正是实际税收的力度对污染排放的跨部门

的交叉影响。 

 为了阐明税收征管和企业超量排污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基于企业成本最小化的模

型。在模型中，逃税和超量排污都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也可能被发现而受到惩罚。企业

主需要将有限的时间分配到逃税和超量排污上，使得两方面边际收益相等。当政府的税收征

管力度加大时，企业逃税被发现的可能性加大，逃税产生的预期惩罚上升，边际收益下降。

因此，企业选择减少逃税方面的努力，把时间更多用于运筹超量排放，导致污染排放强度上

升。在此基础上，模型讨论了税收征管和排污稽查这两个维度政策的互动，并探讨了在部门

独立行动、环保为税收让路、以及协同治理等不同情形下的均衡。 

 为了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所揭示的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资料，构建了

一个中国 260 个地级市 2003-2013 年间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工业企业增值税缴纳强度的面板

数据集。我们基于如下三个原因采取市级层面的平均排污和税收强度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和解释变量。第一，从文章的理论框架来说，核心的变量税收征管力度是政府行为，而非企

业个体行为，税收征管力度的变动量仅在地区层面有意义（取决于所在地方的国税局的征收

努力和地方政府的配合）。第二，企业排污强度在地区层面的总体变动直接反映国家治理能

力，是地方政府更关心的维度。在本文的情境下，研究代表性企业对于税收力度在均值意义

上的回应，要比关注不同行业、属性的单个企业对于税收力度的异质性回应更为重要。第三，

企业层面往往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例如企业的本地政治联系、技术的差异性等，使得

长于避税的企业也更多地超标排放，导致估计偏误，而在城市层面平均量上的分析则有助于

消除企业层面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之后，工业企业增值税征收强

度与该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增值税实际税率每提高 1%，

对应单位工业产值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提高 0.28%。为了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进一

步使用城市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识别假设为：能够获得

充裕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对于工业企业增值税的征收激励较

弱，因此土地出让金占比与增值税强度负相关；同时，土地受让的对象是房地产企业而非污

染性工业企业，因此土地出让金比例不会通过增值税强度以外的其他途径直接影响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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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污染排放动机。工具变量的回归表明土地出让金占比与增值税强度的一阶段回归显著

负相关，二阶段估计量与基准回归的符号一致，数值近似。税收和污染排放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使用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污染物综合排放强度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保持不变，并通

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以营业税、个税等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显示，

非工业企业税收负担的财政收入项目的变动不影响企业排污的强度，这也佐证了税收和排

污强度的关联主要来自于企业对两种公共政策的规避成本进行的权衡取舍。 

本研究为理解污染治理机制提供了一种基于多维度国家治理能力的新视角。以往的政

治经济学文献，往往假设地方政府出于 GDP 竞赛（Jia, 2012；黄滢等，2016）、扩大投资额

或税基（席鹏辉等，2017）和政企合谋（梁平汉和高楠，2014）等动机，策略性地选择放松

对环保领域的监管力度①。这些文献认为，强势的财政、税务部门为了加强征管，可能与相

对弱势的环保部门进行协商，促使后者做出妥协，让环保为增长让路（“部门妥协假说”）。

我们认为，这一理论解释虽然在逻辑上自洽，但依赖于两个不可观测的重要假设：(1) GDP

竞赛或税收最大化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决策动机；（2）税务部门足够强势到迫使环保部门

让步。相对而言，我们的理论解释（“成本替代假说”）只用了企业成本最小化这一新古典经

济学的公理化命题，针对国家能力存在不足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相符，同时也是“部

门妥协假说”的隐含假定之一。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本文的理论解释与传统基于“部门妥

协假说”的解释均与同一经验事实相符，但在论证逻辑中减少了两个不可观测的重要假设，

根据“如非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原则，本文解释在逻辑上更简洁、严谨。 

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解释并不否认“部门妥协假说”的逻辑自洽性和现实可能性。为了

进一步与“部门妥协假说”相区分，我们在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一系列与税务部门税收激励相关

的变量，与增值税征管力度相交叉，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国有企业比重、企

业平均利润率以及外资企业占比均减弱了增值税强度对排污强度的影响，这些结果不直接

支持“部门妥协假说”，但与“成本替代假说”相一致。 

 本文对现有文献有几个可能的贡献。第一，此前关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税收分成率变动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研究通常采用税收改革作为自然实验，

如 1994 年分税制改革（Wang, 2008）、2002 年所得税改革（Han & Kung, 2015; Liu, 2015；

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和 2005 年取消农业税等（Chen, 2017a）。本文的研究则将视野拓

展到了企业，将地方政府对财政激励做出的反应，作为企业税收负担的外生冲击，把地方政

府财政激励与企业行为联系了起来。 

第二，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关于企业对税收反应的文献。已有的文献集中于讨论税收政策

对投资（Chen et al., 2015；申广军等，2016）、研发（Chen et al., 2016）、逃税（Cai & Liu, 

2009）和出口（Liu & Lu, 2015；刘怡等，2017）等企业行为的影响，而本文揭示了税收征管

力度对于环保绩效也有重要影响。 

第三，现有的关于公共财政与污染之间关联的研究，主要讨论各种排放规制对企业污染

的影响②，以及排放税（Fullerton & West, 2002；He & Zhang, 2018; 徐保昌和谢建国，2016；

李虹和熊振兴，2017）、能源补贴（刘伟和李虹，2014）和环保技术相关的税收和补贴对企

业技术进步的激励（Jung et al., 1996；石光等，2016）。本文认为，企业的成本最小化和利

润最大化是对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通盘考虑，在环保和排污上的决策，不只受到与环保和排

污直接相关的政策影响，也收到其他所有与企业成本有关的政策的影响。增值税作为工业企

业最重要的成本，其征管力度对于排污决策的影响首当其冲，甚至可能比实施排放税和能源

                                                 
① 这些研究主要讨论的是经济总量和污染总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并没有特别关注，因此与本文的结果并不冲

突。 
② 如两控区政策（Chen et al., 2018）、“十一五规划”减排政策（Chen et al., 2016；Guo et al., 2016）、排污权交易（涂正革和谌仁

俊，2015）和环保法律的修订（包群等，2013；李树和陈刚，2013）等环境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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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更重要。① 从宏观税负和企业成本的视角理解污染排放治理的机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精神相契合，有助于促进企业结构性减负的同时提高公共治理的绩效。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我国增值税征管和企业排污监管中的国家治理能力

问题，第三节利用模型对本文理论进行阐释，第四节介绍数据与变量，第五节汇报主要的实

证结果，第六节讨论作用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节总结。 

 

二、增值税征管和排污稽查能力 

 

我国的增值税征管主要由国税部门负责，并由其它地方政府部门和银行等相关单位进

行协助②。尽管增值税法定税率由中央政府确定，负责增值税征管的国税部门也由国家税务

总局进行垂直管理，但在实践中，在 2013 年之前，增值税征管仍然具有弹性，违规违法逃

税仍然普遍存在（Chen, 2017b）。 

一方面，国税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受到雇员人数、技术手段和行政执法能力的影响。从

技术角度而言，近年来增值税的执行以“金税工程”为基础。在 1994-1998 年推广的“金税工

程”一期结束后，国务院在 1998-2003 年间推行了“金税工程”二期。相比于一期，“金税工程”

二期有了许多改进，但仍然在发票防伪和信息识别和信息核对方面存在不少漏洞③。直到

2013 年“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这些漏洞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填补。在“金税工程”三期上线

以前，国税部门应对系统漏洞的方法主要是对公司账目进行实地审查。由于执法资源有限、

企业账目复杂等原因，审查过程十分繁琐，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税部门的努力程度。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增值税征管施加影响（Chen, 2017c）。

具体来说，首先，地方政府可能与国税部门进行协调，放松对企业使用假发票行为的监管。

其次，地方政府可以协调国税部门采用“预缴税”或者“延期缴纳”的方式，人为调整企业的增

值税负担。此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其他增值税减免认定等方式，帮助

企业违规获得增值税减免。最后，“包税制”有时也被应用于增值税征管当中，而包税额的认

定则存在较大的谈判空间（贾绍华，2001）。  

以国税局在某地的真实税务稽查案例为例，D 市税务稽查局发现 J 矿业公司有较大的逃

税嫌疑，经立案审查后，发现 J 公司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利

用外单位取得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利用第三方发票抵扣进项税、分售电力物资不计销售、

以物易物不计销售、增值税适用税率错误、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领用屋子未做进项转出、外购

商品无偿赠送客户单位未记销售等七种方法，共计少缴纳增值税 110 万余元④。 

与税收征管上的弹性类似，环保部门对于排污的监督也由于行政执法能力所限也存在

监管力度弹性，为企业超标排放留下了空间。例如，根据媒体报道，2015 年 1-2 月陕西省环

保厅通报的 29 起企业超标排放案例中，某污水处理厂由于排放方法不当，导致化学需氧量

浓度污染物超标 2 倍多，某水务有限公司排放物的化学需氧量最大浓度超标 19.13 倍⑤。2016

年，在湖北省孝感市环保局的打击环境违法“百日行动”中，发现该地区的某些盐化企业超标

排放严重，某盐化公司排放废气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标准超标 3.85 倍，氮氧化

物超标 0.525 倍。相比之下，该公司因为超标排放问题仅被环保局处以 8 万元罚款⑥。在实

                                                 
① 在这方面，与本文较为接近的是 Naso 和 Swanson（2017）关于环境规制与税收竞争的研究。在他们的模型中，中央政府加

强环境规制会导致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环境质量，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下降，从而地方政府实施的实际税率上升。 
② 例如，2017 年印发的《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印发<2017 年税务稽查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到，各地国税局和地税局

应当“继续在七部委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统一领导下，依托 公安、海关、人民银行和税务总局四部委协作机制，开展打骗专项

行动……争取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各项打击专项行动的重视和支持。” 
③ 以发票信息识别为例，由于“金税工程”二期的发票防伪系统无法识别发票当中的汉字信息，企业可从有税收减免资格的其

他企业处购买进项税发票，将发票上的企业信息进行涂改后，用于本企业的增值税抵扣。 

④ 《税务稽查案例精选》，税务稽查案例编写组编著，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6 年, pp232-235。 

⑤ http://news.xinmin.cn/shehuiS/2015/04/08/27304364.html 

⑥ http://ecep.ofweek.com/2016-04/ART-93008-8440-29089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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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策执行中，更存在企业超标排放，且拒不接受处理，不执行环保部门处罚决定等问题①。

环保违规的成本相对于合规成本而言过于轻微，是导致企业违规超排的重要制度诱因。 

 

三、理论分析 

 

（一）模型设定 

考虑竞争性市场中的一个代表性企业 (representative firm)。企业的产出为𝑄，市场价格

为𝑃，成本函数为𝐶(𝑄)，满足𝐶′(⋅) > 0，𝐶″(⋅) > 0。企业处在污染性行业，每单位产出会

造成一定的污染，需要进行环保处理后才能无害排放。企业可以选择不对污染物处理而超

标排放节约减排成本，或者通过增值税逃税来降低财务成本。超标排放和增值税逃税都需

要管理者投入时间和努力进行运筹，企业主的时间约束为𝑒 + ℎ ≤ 1，其中𝑒和ℎ分别为企业

用于逃税和超量排放的努力。 

企业主通过数量为𝑒的努力，可以规避比例为Δ(𝑒)的应缴税收，Δ′(⋅) > 0，Δ″(⋅) < 0，

这意味着逃税努力增加能够扩大规避税额的比例，但该比例的增速随着努力的扩大而递

减。企业实际缴纳税收为𝜏(1 − Δ(𝑒))𝑄，𝜏为法定税率。企业事后因为逃税遭到惩罚的预期

成本为Φ[Δ(𝑒), 𝐸]𝜏Δ(𝑒)𝑄𝜇。式中，Φ[⋅]是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税收规避

的比例Δ(𝑒)，以及政府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力度𝐸。假设Φ𝑒
′ > 0，Φ𝑒

″ > 0，Φ𝐸
′ > 0，Φ𝐸

″ <

0，Φ𝑒𝐸
″ > 0, 这意味着更高的避税努力（和避税比例）将加速提高企业被税务部门稽查的

概率；税务部门自身努力对于稽查概率的一阶影响为正，二阶影响为负，即税收征管力度

的加强使得避税行为被稽查的概率提高，且提高的速度随税务部门努力程度的上升而下

降。参数𝜇代表对于单位税额的逃税惩罚力度。因此，企业对单位产出付诸数量为𝑒的逃税

努力得到的期望收益为  

𝜋1(𝑒) = 𝜏Δ(𝑒)(1 − 𝜇Φ) (1) 

为了保证模型存在内点解，我们假设𝜋1(𝑒)严格凹，且在𝑒 ∈ [0,1]上存在极大值点𝑒0，

𝜋1(𝑒0) > 0。 

假设企业对产出进行无害处理的单位成本为𝛿，生产数量为𝑄的产品的无害处理总成本

为𝛿𝑄。企业主通过数量为ℎ的努力，可以超排比例为𝜃(ℎ)的污染物，𝜃′(ℎ) > 0，𝜃″(ℎ) <

0。企业用于污染物处理的总成本为𝛿[1 − 𝜃(ℎ)]𝑄。企业事后因为超排遭到惩罚的预期成本

为Ψ[𝜃(ℎ), 𝐻]𝛿𝜃(ℎ)𝑄𝜌。式中，Ψ是超量排放被发现的概率，𝜃(ℎ)是超排比例，𝐻为政府环

保部门的环保监察力度。与税收规避的情形相似，我们假设Ψℎ
′ > 0，Ψℎ

″ > 0，Ψ𝐻
′ > 0，

Ψ𝐻
″ < 0，Ψℎ𝐻

″ > 0, 𝜌代表环保部门对于超量排放行为的惩罚力度。因此，企业付诸数量为

ℎ的超排努力在单位产出上得到的期望收益为  

𝜋2(ℎ) = 𝛿𝜃(ℎ)(1 − 𝜌Ψ) (2) 

同样假设𝜋2(ℎ)严格凹，且存在极大值点ℎ0，𝜋2(ℎ0) > 0。 

（二）企业最优化问题 

给定政府的税收征管力度𝐸和环保部门的稽查努力𝐻，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写

成  

𝑚𝑎𝑥
𝑄,𝑒,ℎ

    𝜋(𝑄, 𝑒, ℎ) =  𝑃𝑄 − 𝐶(𝑄) − 𝑄(𝜏 + 𝛿 − 𝜋1(𝑒) − 𝜋2(ℎ)) (3) 

𝑠. 𝑡.    𝑒 + ℎ ≤ 1 (4) 

假定上述最优化问题的解为𝑄∗，𝑒∗和ℎ∗，容易看出𝑒∗和ℎ∗的决定与产量𝑄无关。根据第(4)

式中的时间约束是否严格取等号，求解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该问题分为两种情况。 

(1) 情形 1：时间约束不紧，即𝑒∗ + ℎ∗ < 1。此时，𝑒∗ = 𝑒0，ℎ∗ = ℎ0。 

                                                 
①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129/c1004-280942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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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形 2：时间约束紧，即𝑒∗ + ℎ∗ = 1。此时𝑒∗ < 𝑒0，ℎ∗ < ℎ0，且满足
d𝜋1(𝑒∗)

d𝑒
=

d𝜋2(ℎ∗)

dℎ
>

0 。 

可以看到，当企业主时间约束为紧时，企业主在逃税和超量排放上投入的努力程度𝑒∗

和ℎ∗，将分别小于无时间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努力程度𝑒0和ℎ0。接下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得到税收征管力度𝐸的变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如下： 

(1) 时间约束不紧， 

∂𝑒∗

∂𝐸
< 0,

∂ℎ∗

∂𝐸
= 0,

∂𝑄∗

∂𝐸
< 0 (5) 

(2) 时间约束紧， 

∂𝑒∗

∂𝐸
< 0,

∂ℎ∗

∂𝐸
> 0,

∂𝑄∗

∂𝐸
< 0 (6) 

从第(5)式和第(6)式可以看到，税收征管力度的提高（𝐸增大）将导致企业避税努力的边际

收益下降，促使企业把更多时间分配到对于超标排放的运筹。同时，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加

会导致企业因为成本上升而缩减生产规模。① 

（三）政府部门决策 

以上的比较静态分析把政府部门的监管投入视为给定。我们进一步内生化监管行为，

把政府部门视为委托人，把企业视为代理人，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讨论税务部门的税收征

管力度𝐸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力度𝐻如何相互影响。我们将讨论三种情形：部门独立行

动、环保部门妥协、以及环保和税务协同决策。 

1.部门独立行动 

假设各部门独立行动，不存在协同治理，监管部门类似于寡头市场中的古诺竞争者，

同时选择监管努力最大化其目标函数。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的最优化问题分别为  

环保部门：𝑚𝑎𝑥
𝐻

  𝑈(−𝑃(𝐸, 𝐻)) − 𝐾(𝐻) 

税务部门：max
𝐸

𝑈1(𝑇(𝐸, 𝐻) − 𝐽(𝐸) 

式中，𝑈(−𝑃)和𝑈1(𝑇)分别为为污染减排给环保部门带来的效用和税收收入给税务部门带来

的效用，满足𝑈′(⋅) > 0，𝑈1
′(⋅) > 0，𝑈′(⋅) ≤ 0，𝑈1

′(⋅) ≤ 0。𝑃(𝐸, 𝐻)和𝑇(𝐸, 𝐻)分别为企业

产生的排污总量和缴纳的税收总量。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
∂𝑃

∂𝐸
> 0，

∂𝑃

∂𝐻
< 0，

∂𝑇

∂𝐸
> 0，

∂𝑇

∂𝐻
<

0。令𝐾(𝐻)为环保部门付诸监察力度𝐻所对应的行政成本，𝐾′(𝐻) > 0，𝐾″(𝐻) > 0。𝐽(𝐸)

为税收征管努力程度𝐸给税务部门带来的行政成本，𝐽′(𝐸) > 0，J″(E) > 0。在这个模型当

中，两个部门的最优化问题彼此独立且类似，因此在本小节余下部分中，我们通过讨论税

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努力 E 外生变化对环保部门环境监察努力 H 的影响，来阐明两个部门努

力程度互相影响的逻辑。② 

环保部门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如下， 

𝑈′ P𝐸
′ + 𝐾′(𝐻) = 0 

对该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到环保部门最优的环境监察力度𝐻∗对𝐸的反应函数𝐻∗(𝐸)满足  

∂𝐻∗

∂𝐸
=

𝐿(𝐸, 𝐻∗) + 𝑀(𝐸, 𝐻∗)

𝑁
 (7) 

                                                 
① 我们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增值税实际税率与企业的工业总产出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与方程(5)和(6)的推论一致。限于篇

幅，未在文中展示。 

② 可以证明，下文对环保部门决策问题讨论得出的结论，在对税务部门决策进行讨论时也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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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𝐿(𝐸, 𝐻∗) =  𝑈′′𝑃𝐸
′ 𝑃𝐻

′ ;  

𝑀(𝐸, 𝐻∗) =  −𝑈′𝑃𝐸𝐻
′′ ; 

𝑁 =  −𝑈′′𝑃𝐻
′ 2

+  𝑈′𝑃𝐻
′′ + 𝐾′′ 

其中，𝐿(𝐸, 𝐻∗)为税收对排污影响的“总量效应”，满足𝐿 ≥ 0，当且仅当环保部门风险中

性，即𝑈″ = 0时取“=”号。𝐿的经济含义为：税收征管力度𝐸增大导致污染总量增加，治污

对环保部门带来的边际效用上升，从而环保部门倾向于增加环境监察力度。𝑀(𝐸, 𝐻∗)为税

收对排污影响的“边际效应”，其符号不确定。𝑀的经济含义为：税收征管力度𝐸增大会导致

环境监察力度𝐻对污染总量𝑃减排的边际效果发生变化，其影响方向不确定。𝑁 > 0。因

此，𝐸对𝐻∗的影响可以分如下几种情形进行讨论： 

(1) 环保部门风险厌恶，且“边际效应”为正。此时
∂𝐻∗

∂𝐸
> 0，即税收征管力度加大会导致环境

监察力度也增强。 

(2) 环保部门风险中性，且“边际效应”为正。此时
∂𝐻∗

∂𝐸
> 0，即税收征管力度加大会导致环境

监察力度也增强。 

(3) 环保部门风险厌恶，且“边际效应”为负。此时
∂𝐻∗

∂𝐸
符号不定，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环境监

察力度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4) 环保部门风险中性，且“边际效应”为负。此时
∂𝐻∗

∂𝐸
< 0，即税收征管力度加大会导致环境

监察力度减弱。 

以上分析表明，当各部门独立决策并根据自身与其他部门的目标进行策略性互动，税

收征管对于环境监察力度的影响不确定。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税收增进、环保后撤的

结果，导致超标排污的强度增加。这对应上述情形(4)，即环保部门风险中性（𝑈″ = 0），

并且税收征管力度𝐸增大导致环境监察力度𝐻对降低污染水平𝑃的边际贡献下降（𝑀 <

0），从经济直觉来说，因为𝐸的增大推高了企业的违规排放，环保监察努力的作用被削弱

了。这一结果在经验事实上对应着税收强度和排污强度的正相关性，且无需“环保为税收让

路”的假设。当上述交叉边际效应为正（𝑀 > 0），税收力度𝐸增大将会促使环保部门加强

监察力度，这对应上述情形(1)和(2)。综合来看，在理论上税收强度和排污强度的关系取决

于部门的风险态度和跨部门的边际效应，总体影响不确定。 

2.环保部门妥协 

考虑环保部门与税收部门之间存在协商，且税务部门强势。两个部门协商决策的最优

化问题如下， 

𝑚𝑎𝑥
 𝐻,𝐸

  𝑆𝑊 = 𝜆𝑈1(𝑇) + (1 − 𝜆)𝑈(−𝑃) − 𝐽(𝐸) − 𝐾(𝐻) 

其中， 𝜆为税务部门效用在政府总效用中的权重，0 < 𝜆 < 1。求解该问题，得到税务部门

和环保部门的最优监管力度分别为𝐸∗∗(𝐻)和𝐻∗∗(𝐸)。 

 假定上述最优反应方程能够确定一个稳定的均衡。当税务部门变得强势，即模型中𝜆

变大时，容易证明在最优解处有 

∂𝐸∗∗

∂𝜆
> 0;  

∂𝐻∗∗

∂𝜆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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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趋于强势的税务部门或税收征管目标将导致税收征管力度𝐸∗∗的上升和𝐻∗∗的下

降。从 3.2 节的分析不难得出，此时税收的强度和排污强度同时提高。我们把对税收强度

和排污强度之间的这种互动形式称为“部门妥协假说”。 

3.部门协同治理 

在 3.3.2 中的设定中，假定部门之间根据既定社会福利目标𝑆𝑊 ≥ 𝑆𝑊0协同治理。该

最优化问题的求解与 3.3.2 一致：𝐻∗∗(𝐸)和𝐸∗∗(𝐻)。能够证明，当某些系统外的冲击导致税

收努力𝐸上升，为了保证环保部门的努力相应上升，避免企业通过增加超标排放转嫁税收

成本，需要减少税收维度的权重𝜆，增加环保权重1 − 𝜆。这意味着在部门协同治理的制度

安排下，𝐸和𝐻需要同时上升（𝜆相应下降），才能保证原有社会福利目标水平𝑆𝑊0不变。 

4.模型小结 

在上述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以扩大税收为目标而牺牲环保的政策互动，并非造成排污

强度增加的唯一路径，也未必是主要路径。无论是部门独立决策，或基于既定的社会发展

目标开展协同的治理决策，都有可能使得税收和环保部门同时强化监管努力。因此，税收

强度和企业排污之间的正向关联更可能是企业基于自身成本最小化的考量，选择在两种合

规成本之间权衡取舍的产物。 

 

四、数据与变量 

 

模型的核心结论是 3.2 节中的方程(5)和(6)，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力度对于污染排放的

一阶影响大于等于 0。在考虑了部门的决策和互动后，该一阶影响的符号取决于部门风险态

度和跨部门边际效应。因为风险态度不可观测，最终上述维度的政策互动仍需通过数据实证

检验。利用各种公开数据资料，我们构建了一个城市层面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工业企业增值税

缴纳强度的面板数据集。为了使样本中的城市具有可比性，我们删去了所有的直辖市样本。

在剔除了缺失值后，我们得到了 260 个地级市跨越 2003-2013 年共 11 年的面板数据，用于

回归的样本共计 2860 个观测值。 

（一）被解释变量 

 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等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主要采用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来衡量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需要强

调指出的是，在模型的结论中，税收强度的提高直接引起的是企业超标排放力度的增强。在

官方统计数据中，无法区分超标与合规排放的污染物。所谓超标，并不意味着这部分污染排

放不在官方的统计范围以内，在现实情境中的经济非正规性，往往对应着官方没有充足的行

政力量去查处和惩罚所有的违规超排行为。正因为执法存在弹性，对某一企业的超标排放是

否执行处罚、认定多少，通常来自于环保部门的自由裁量。无论如何，从均值来看，超标排

放与污染排放总量高度相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总污染排放强度是超标排放强度的

可靠替代变量。同时我们放弃使用环境经济学中常用的某些指标，例如空气中 PM2.5 的浓

度，或者卫星观测的 SO2 浓度数据。其主要原因在于空气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仍是两个存

在显著差异的指标，环境质量取决于污染物扩展条件、城市燃煤、汽车尾气、建筑扬尘等众

多因素，并不能直接对应于工业企业的排放行为。相应的，我们构造了“单位工业产值对应

的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来作为基准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使

用了单位第二产业 GDP 对应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也构造了

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此外，参考沈坤荣等（2017），我

们构造了污染排放强度总指数（p_total），如(8)式所示： 

𝑝_𝑡𝑜𝑡𝑎𝑙it = log (
pvit1 + pvit2 + pvit3

indvit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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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_totalit 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综合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指数；pvitj 是城市 i 在年份 t 关于

污染物 j 的排放总量指数，定义方法如(2)式所示： 

𝑝𝑣𝑖𝑡𝑗 =  𝑝𝑖𝑡𝑗 / ∑
𝑝𝑖𝑡𝑗

𝑛

𝑛

𝑖=1

(9) 

其中 pitj 为城市 i 在年份 t 在污染物 j 上的排放总量，当 j 取 1、2 和 3 时，分别代表二氧化

硫、粉尘和废水。类似地，我们构造了工业产值指数： 

𝑖𝑛𝑑𝑣𝑖𝑡𝑗 = 𝑖𝑛𝑑𝑖𝑡𝑗  / ∑
𝑖𝑛𝑑𝑖𝑡𝑗

𝑛

𝑛

𝑖=1

(10) 

污染物排放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1。 

（二）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预算内各项财政收入的数据来自《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我们采用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作为企业面临实际税率的度量①。

在 2012 年“营改增”试点改革开始之前，样本中所有城市的增值税收入均主要来自工业企业，

因此我们的指标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由于出口退税等税收返还项

目在财政管理中算作支出，因此出口退税的存在会导致下文中的估计结果出现低估。此外，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使用了单位第二产业 GDP 和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地方增值税收

入。在土地财政方面，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地方政府土地

财政依赖程度的度量，土地出让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为了验证确实

是工业企业税负对工业企业排污强度产生了影响，本文还构造了一系列“伪增值税负强度”指

标，包括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地方政府总收入、营业税收入、企业所得

税收入。 

（三）其他变量 

 本文在回归当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其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首先，我们在回

归中加入了城市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 GDP 占 GDP 总额比重、工业企业平均资产总额和工

业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以便对城市的工业基本情况进行控制。其次，根据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Grossman & Krueger, 1991; Dinda, 2003），企业生产的污染程度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人均 GDP 数额。根据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假说，

FDI 会对本地污染产生影响（Dean et al., 2009; Kellenberg, 2009），我们用一地工业企业数量

中外资企业数量比重来对 FDI 进行度量。为了度量企业的成本压力，我们还构造了城市土

地出让金数额占 GDP 比重和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上面这些变量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此外，为了控制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我们使用“因水污染超标而被通报的企业数量/

工业企业数量”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通报企业数量的数据来自非营利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如下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log 𝑝𝑜𝑙𝑙𝑢𝑡𝑖𝑜𝑛𝑖𝑡 = 𝛽0 + 𝛽1 log 𝑉𝐴𝑇𝑖𝑡 + 𝛾𝑋𝑖𝑡 + 𝜆𝑖 + 𝜃𝑡 + 𝜖𝑖𝑡 (11) 

                                                 
①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增值税是地方税，与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增值税是两种不同的税收，因此土地增值税收入不计入地方

政府增值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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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式中，pollutionit 为排放强度指标，等于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VATit 为

单位工业产值对应的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其系数 β1 衡量了企业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对增

值税实际税率的弹性，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参数。Xit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工业总产值、第二

产业 GDP 占比、工业企业平均总资产规模、工业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人均 GDP、外资

企业占比、土地出让收入占 GDP 比重和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所有名义变量均用该地级市

GDP 平减指数进行过价格处理，在回归当中变量形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λi 为城市固定效

应，θ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图 1 展示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与增值税实际税率

之间的关系①。可以看到，二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单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污染物排放相关变量 

工业 SO2 排放强度 千吨/十亿元 2,860 1.27 1.95 0 30.09 

工业烟尘排放强度 千吨/十亿元 2,838 0.72 1.76 0 41.79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百万吨/十亿元 2,860 1.32 2.30 0.04 45.53 

排放强度指数 
 

2,838 0.32 0.94 -3.17 4.4 

政府收入 

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 百万元 2,860 922.09 1633.7 15.78 22787.28 

增值税实际税率 
 

2,860 8.12 5.37 0.79 106.42 

增值税依赖程度 
 

2,860 0.15 0.07 0.01 0.98 

税收收入 百万元 2,860 5152.02 9257.42 130.51 124569.3 

总收入 百万元 2,860 6582.45 10895.02 208.52 143928.3 

营业税收入 百万元 2,860 1564.24 2925.15 38.63 35467.2 

所得税收入 百万元 2,860 647.34 1556.88 0 23977.77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2,860 0.82 5.34 0 230.86 

企业置地成本 
 

2,860 53.77 444.26 0.08 18568.09 

其他变量 

工业总产值 十亿元 2,860 144.06 220.75 0.91 2305.48 

第二产业 GDP 十亿元 2,860 48.88 59.16 0.91 523.49 

工业增加值 十亿元 2,060 24.57 39.74 -0.56 403.56 

第二产业 GDP 占比  2,860 0.49 0.11 0.16 0.86 

人均 GDP 千元 2,860 21.81 16.51 1.89 127.75 

企业平均资产规模 十亿元 2,860 0.11 0.1 0.01 1.71 

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

入 

亿元 2,860 1.3 1.03 0 10.38 

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

数量比重 

 
2,860 0.05 0.05 0 0.41 

本地企业平均利润率 
 

2,860 0.08 0.35 -0.1 18.47 

环境规制强度 
 

2,340 0.02 0.04 0 0.58 

本地企业平均资产负

债率 

 
2,580 0.6 0.09 0.19 0.92 

本地企业平均财务成

本 

 
2,580 0.02 0.01 -0.01 0.04 

                                                 
① 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与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类似，见附图 1 和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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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占比  
 

2,580 0.12 0.11 0 0.86 

    注：表中所有名义变量均经过价格处理。变量的定义方式和数据来源详见附表 1。烟（粉）尘排放量数

据多缺失了两个地级市，在样本中共 258 个地级市，2838 个观测值。在从工业企业数据库获得的变量当中，

由于数据质量问题，我们剔除了 2010 年的所有观测值。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在数据中报告企业 2008 和 2009

年当年的资产折旧数额，因此这两年的工业增加值无法计算。环境规制强度的年份跨度为 2004-2012 年。 

 

 

图 1：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2）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对增值

税实际税率进行 OLS 回归得到的结果，其中列（2）在列（1）的基础上添加了控制变量。

可以看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与增值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根据列（2），

增值税实际税率每提高 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上升 0.28%，这一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该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说，即当企业面临的实际税率上升时，企业会选择排放更多的工业

污染物。列（3）、列（4）和列（5）分别使用了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

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总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与列（2）相近，说明当企业面临的

税负增加时，其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确实有了普遍的增加。也就是说，当税收方面的管制加

强时，环保方面的管制效果被削弱了。 

表 2               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 
 

工业 SO2 排放强度 
工业烟尘排

放强度 

工业废水排

放强度 
排放强度指数 

  (1) (2) (3) (4) (5) 

增值税实际税率 0.4816*** 0.2857*** 0.3804*** 0.1281*** 0.2459*** 

(0.060) (0.058) (0.082) (0.046) (0.041) 

观测值数量 2,860 2,860 2,838 2,860 2,838 

R 平方 0.687 0.702 0.613 0.769 0.321 

城市数量 260 260 258 260 258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

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二）工具变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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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准模型当中，尽管控制了城市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增值税强度这一变量仍可

能与不可观测的因素相联系导致估计的偏误。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不可观测变量都会导

致高估表 2 的正向关系。例如，一个可能影响增值税强度的因素是企业的迁移或退出：税收

负担可能导致技术和盈利低下的企业退出市场，而更有可能退出市场的这些企业往往污染

情况更严重，排污由于“差”企业退出的改善可能导致方程(11)的系数𝛽1被低估。此外，地方

政府可能为了慰留企业在本地经营，对税收通过事后返还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补贴，这也使得

系数被低估。另一方面，在环境规制本身较强的地区，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去通过与政府谈判

获得税收优惠，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高估。为了解决解释变量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作为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

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为“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与企业

成本和生产经营的其它方面无关，仅可能通过影响增值税的征收力度来影响企业成本，进而

影响企业排污①。另一方面，讨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相关文献（Wang, 2008; Han and 

Kung, 2015; Chen, 2017a）指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同来源的收入之间，存在着替代关

系。也就是说，当一地政府拥有更多来自土地财政的收入时，其征收增值税带来的边际收益

就会下降，从而征收增值税的努力也会下降，导致增值税实际税率的降低。 

工具变量法估计的一阶段模型为(5)式所示： 

log 𝑉𝐴𝑇𝑖𝑡 = 𝛽0 + 𝛽2 log 𝐿𝑎𝑛𝑑𝑖𝑡 + 𝛾𝑋𝑖𝑡 + 𝜆𝑖 + 𝜃𝑡 + 𝜖𝑖𝑡  (12) 

其中，Landit 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其余变量含义与

基准模型一致。表 3 展示了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土地财政

依赖程度”对内生变量“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前者每上升 1%，增值税实际税率

下降 0.64%。一阶段回归 F 值介于 93.70 到 134.17 之间，远大于临界值 10；一阶段回归结

果的 K-P rk Wald F 统计量介于 138-141 之间，远大于 10%显著性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16.38。

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 3          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一阶段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增值税实际税率 

(1) (2) (3) (4)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0.6357*** -0.6435*** -0.6357*** -0.6435*** 

(0.054) (0.054) (0.054) (0.054) 

观测值数量 2,860 2,838 2,860 2,838 

一阶段回归 F 值 134.17 93.70 134.17 93.70 

城市数量 260 258 260 2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二阶段回归结果 

 工业 SO2 排放

强度 

工业烟尘排放

强度 

工业废水排放

强度 

排放强度指

数 

增值税实际税率 0.3336** 0.4240** -0.0156 0.2242** 

(0.153) (0.194) (0.145) (0.114) 

观测值数量 2,860 2,838 2,860 2,838 

R 平方 0.702 0.613 0.768 0.320 

城市数量 260 258 260 258 

                                                 
① 在简约式（reduced form）回归中，如果我们控制住增值税实际税率，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对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将不再显著。

该结果显示，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确不太可能从除了增值税负担以外的方面对企业排污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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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除了废水排放强度之外，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其他被解释变量的

影响在方向和显著性上都与表 2 接近，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烟（粉）尘排放强度对增值税

实际税率的弹性还有所增大。以二氧化硫为例，根据列（1）的估计，增值税实际税率每上

升 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增加 0.33%。在使用了工具变量之后，废水排放强度的显著

性消失，系数也变得很小。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二氧化硫、粉尘和废水排放量统计方式

不同①。总体而言，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说，即税收管制的增强导致环境管制的

效果变差。 

（三）安慰剂检验 

根据本文的理论，增值税负担与企业排污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通过增大企业成本压

力产生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这种正向关系有可能是某些不可观测的背景因素导致的。例

如，经济活跃时，税收和排污可能同时增加。为了排除背景因素的影响，在这一小节中，我

们将解释变量分子当中的增值税收入替换为其他同样受到类似背景因素影响、但不反映工

业企业税收负担的政府收入的指标。如果替换后的指标仍然显著影响企业排污强度，则增值

税负担与排污之间的关系的确是由不可观测的背景因素导致的；反之，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排除背景因素影响结果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我们使用的替代性政府收入指标包括地方政府

营业税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收入、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总收入。一方面，这些

收入指标与增值税收入高度相关②，共同受到城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增值税收

入不同，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与工业企业完全无关，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和政府总收入中

也仅包含了少部分工业企业税收负担③。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五种替换指标均不显著，表

明增值税负担与企业排污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来自于主动的宏观政策调整。 

 

六、机制讨论和稳健性检验 

 

（一）排除“部门妥协假说” 

正如引言中所提到，除了企业层面的成本替代（“成本替代假说”）之外，税收与污染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可能是由于弱势的环保部门对强势的财政和税务部门妥协（“部门妥协假

说”）导致的。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检验这两种假说对应的一系列相对应的推论。 

1.国有企业的角色 

由于所有者缺位和承担政策性负担等问题，国有企业并非完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

最小化（Lin et al., 1998; Bai et al., 2000），因此对税收负担压力变化引发的成本压力变化不

如私营企业敏感。依照 “成本替代假说”，当税收负担变动时，国有企业排污强度的变化应

该相对较小。而根据“部门妥协假说”，增值税负担对排污强度的影响主要是由环保部门减弱

管制强度产生。由于存在政治联系等原因，环保部门对国有企业削弱环境管制的力度会更强，

                                                 
① 在环保部门统计二氧化硫排放量时，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求采用实测数据，如果没有实测数据，则根据物料平衡法或者经验公

式法，对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估算，因此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相对准确。在统计粉尘排放数据时，环保部门也要求采用实测数

据。由于布袋除尘技术在本世纪初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应用，因此粉尘排放量数据也相对准确。而在统计废水排放量时，环保

部门统计的是流经工业厂区所有排污管道的废水量，对于企业通过私设管道和深井偷排的废水无法进行统计，因此废水排放量

数据不如另外两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数据准确。 
② 这些收入指标与增值税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 0.9 左右，相关系数表见附表 2。 
③ 企业所得税收入当中包含了工业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税收收入和政府总收入中包含了工业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和增值税。我们

利用全国财政数据计算了 2013-2016 年间这三类收入当中工业企业负担的平均占比，分别仅为 0.29、0.33 和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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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税收负担对排污的影响在国企中应该更大。如果在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方，税收负担对

排污强度的影响更小，则本文的假说成立，反之则“部门妥协假说”更为可信。 

 在表 5 的列（1）和列（2）当中，我们加入了增值税负担与国有企业占比的交叉项，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第（2）列中，交叉项系数大小为-0.51，大于增值税实际税

率的系数 0.35，说明当国有企业比重增大时，企业排污强度对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弹性会有较

大下降。在列（1）和列（2）的设定下，我们对“国企占比*增值税实际税率”这一交叉项的

系数与增值税实际税率的系数之和进行了 F 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列（1）还是在列（2）

的设定下，两个系数之和均不显著的区别于 0①。这一结果说明，如果一个城市的所有企业

都是国企，税收负担将不再影响企业排污，该结果支持本文的假说，即成本压力才是导致企

业在税收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增大排污强度的原因。 

 

表 4            安慰剂检验-其他政府收入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1) (2) (3) (4) (5) 

营业税收入 0.0396 
    

(0.077) 
    

个人所得税收入 
 

0.0803 
   

 
(0.053) 

   

企业所得税收入 
  

-0.0459 
  

  
(0.065) 

  

税收收入 
   

0.0917 
 

   
(0.098) 

 

政府总收入 
    

0.1696     
(0.121) 

观测值数量 2,860 2,856 2,857 2,860 2,860 

R-squared 0.695 0.696 0.695 0.696 0.696 

城市数量 260 260 260 260 2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

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2.增值税依赖程度 

 假定地方环保部门会对强势的地方税务部门进行妥协，当一个地方的政府更加依赖增

值税收入时，这种妥协效应应该更强。按照“部门妥协假说”，如果在回归中加入增值税实际

税率和增值税依赖程度的交叉项，我们应该观察到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然而表 5 的列

（3）和列（4）显示，该交叉项的系数在两列当中都为负，且显著性不高。该结果不支持“部

门妥协假说”。 

3.企业利润率 

 根据“成本替代假说”，当企业成本压力较大时，增值税负担对企业排污的影响应该更

大。而根据“部门妥协假说”，税收负担与企业排污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环保部门向税务部

门的妥协，与企业的成本压力没有关系。我们用城市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成本压力

的度量指标，在表 5 的列（5）和列（6）当中加入增值税实际税率与城市工业企业平均利润

                                                 
① 在两种设定下，F 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68 和 0.73，远大于 0.05 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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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交叉项。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成本压力越小的地区，增值税负担与企业排

污之间的关系越小。该结论与“成本替代假说”一致。 

4.外资企业 

已有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生产过程比内资企业要更加清洁（林立国和楼国强，2014），

并促进了节能降耗技术的应用（张宇和蒋殿春，2013）。根据“成本替代假说”，由于外资企

业本身生产技术更加清洁，在受到同样的税收负担冲击时，应该只需少量增加排污强度，就

能起到较大的成本节约效果。因此，当一地外资企业比例更大时，税收负担与企业排污之间

的正向关系应该减小。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外资企业通常被认为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因此在税收负担增加时，环保部门对其监管放松的幅度应该更大。按照“部门妥协假说”的逻

辑，外资企业占比高的地区，税收负担与企业排污之间的正向关系应该更强。 

在表 5 的列（7）和列（8）当中，我们加入了增值税负担与工业企业当中外资企业数量

占比的交叉项，两列当中交叉项均显著为负。该结果与“成本替代假说”的预测一致，与“部

门妥协假说”的预测相反。 

 

表 5                            排除“部门妥协假说” 

  (1) (2) (3) (4) (5) (6) (7) (8) 

增值税实际税率 0.572*** 0.354*** 0.667*** 0.464*** 0.263*** 0.152** 0.593*** 0.390*** 

(-0.075) (-0.067) (-0.074) (-0.091) (0.069) (0.071) (0.063) (0.065) 

增值税实际税率

*国有企业占比 

-

0.723*** 

-0.510** 
      

(-0.254) (-0.224) 
      

国有企业占比 1.322* -

2.669*** 

      

(-0.707) (-0.987) 
      

增值税实际税率

*增值税依赖度 

  
-0.378 -0.636* 

    

  
(-0.319) (-0.339) 

    

增值税依赖度 
  

-1.0711 0.6807 
    

  
(-1.168) (-1.459) 

    

增值税实际税率

*工业企业平均

利润率 

    
-

0.122*** 

-

0.099*** 

  

    
(0.038) (0.032) 

  

增值税实际税率

*外资企业占比 

      
-

2.086*** 

-

1.816***       
(0.581) (0.530) 

观测值数量 2580 2580 2860 2860 2,860 2,860 2,860 2,860 

R 平方 0.69 0.704 0.697 0.706 0.693 0.705 0.690 0.704 

城市数量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列（1）和列（2）样本范围不包括 2010 年。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

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由于控制变量当中已经包

含了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和外资企业占比，因此列（5）-列（8）当中没有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单独展示。 

（二）排除其它替代性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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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技术制造业 

2008 年 4 月，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规定获得“高技术企业”称号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税收减免。为了排除高技术企

业同时享受低税率和具有低污染强度这一可能性对本文结果的影响，我们计算了各城市

2003-2013 年工业产值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平均占比①，然后在回归中删去了平均占比排名

在前 50%的城市，得到的结果见表 6 中列（1）和列（2）。这两列的结果与基准回归接

近，说明高技术企业并不是导致本文发现的原因。 

表 6                           排除其它替代性假说 

  删除高技术制造业占

比高的城市 

删除 SO2 污染行业占

比高的城市 

删除出口占比高的城

市 

  (1) (2) (3) (4) (5) (6) 

增值税实际税率 0.4064*** 0.2107** 0.4580*** 0.3484*** 0.6108*** 0.2980*** 

(0.093) (0.081) (0.085) (0.098) (0.068) (0.066) 

观测值数量 1,430 1,430 1,430 1,430 1,430 1,430 

R-squared 0.646 0.663 0.691 0.702 0.725 0.753 

城市数量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

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2.二氧化硫污染行业 

另一种对本文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许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本身就是当地的

纳税大户，有可能面临着更高的税收征管强度。我们计算了各城市 2003-2013 年工业产值中

主要二氧化硫污染行业产值的占比②，然后在回归中删去了平均占比排名在前 50%的城市，

得到的结果见表 6 中的列（3）和列（4），与基准回归相比变化不大，说明二氧化硫污染行

业不是导致本文结果的原因。 

3.出口 

    相比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在税收负担和排污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计算了各城

市 2003-2013 年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③，然后在回归中删去了平均占比在前

50%的城市，得到结果如表 6 中列（5）和列（6）所示，仍然与基准回归差别不大，说明

出口企业不是导致本文结果的原因。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可靠性，表 7 展示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第一，先前的结

论可能对关键变量的取值形式敏感。列（1）将排污强度和增值税实际税率均不取 log，发现

估计系数仍然在 5%的水平上显著。第二，在本文的分析当中，增值税实际税率和工业污染

物排放强度都是采用工业总产值进行标准化，而有的研究（Chen, 2017a）也采用工业增加值

对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在列（2）和列（3）中，我们分别将分母和控制变量当中的工业总

产值，替换为第二产业 GDP 和工业增加值，结果仍然稳健④。第三，基准回归当中可能遗漏

                                                 
① 对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定义，我们参照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需要说明的是，并非这

些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能得到“高技术企业”的认定，但绝大多数得到认定的高技术企业都被包含在了这些行业当中。另外，由

于 2008、2009 和 2010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存在质量问题，本文没有使用这三年的工业企业数据。 
② 参照 Cai et al.(2015)，我们根据环保部 2010 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将其中报告的 6 个工业二氧化硫主要

排放行业定义为二氧化硫污染行业。 
③ 出口交货值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 
④ 在本文中，使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的结果，在将二氧化硫替换为其他污染物时也成立；使用工业产值进行标准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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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在列（4）当中，我们将“因水污染被通报的企业数量/工业企业数量”

作为当地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加入到控制变量当中，发现结论不变①。第四，由于各市

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都受到省级政府的影响，上文的估计结果可能是由于某些省级层面随

时间变化的因素造成的。为了排除这一点，在列（5）中我们加入了“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

发现系数略有减小，但主要结论依然成立。第五，前文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是由某些特殊的

观测值驱动的。在（6）列中，我们采用除去副省级城市的样本，在（7）和（8）列中，我

们将 Y 变量进行缩尾 1%和 5%处理②。这三列得到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以上不

同方面的检验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 7                              稳健性检验 

 

增值税

收入不

取 Log 

分母替

换为第

二产业

GDP 

分母替

换为工

业增加

值 

控制环

境规制

强度 

加入“省

份*年

份”固定

效应 

除去副

省级城

市样本 

Y 变量

缩尾 1%

处理 

Y 变量

缩尾 5%

处理 

 (1) (2) (3) (4) (5) (6) (7) (8) 

增值税收入 0.076**        

(0.036)               

增值税收入

（分母替换

为第二产业

GDP）  

  0.314***             

  -0.064             

增值税收入

(分母替换为

工业增加值) 

    0.335***           

    (0.069)           

增值税实际

税率 

      0.270*** 0.229*** 0.315*** 0.275*** 0.255*** 

      (0.061) (0.065) (0.060) (0.055) (0.053) 

观测值数量 2,860 2,860 2,059 2,340 2,860 2,695 2,860 2,860 

R 平方 0.400 0.539 0.630 0.659 0.766 0.699 0.747 0.746 

城市数量 260 260 260 260 260 245 260 2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环境规制强

度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城市固定效

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

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

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列（3）使用的工业增加值由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相比基准

结果观测值减少 20。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 2008 年和 2009 年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且 2010 年数据质量

有问题，在列（3）当中我们使用的样本不包含这三年的观测值。列（4）使用的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数据年

                                                 
果，在使用第二产业 GDP 时也成立。限于篇幅，这些结果我们未在文中给出。 
① 我们也尝试了将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实际税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当税收征管力度变化时，环境规制力度并没有显著变化。 
② 
将极端值直接赋值为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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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 2004-2012 年，故观测值数量相比基准回归减少 520。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四） 进一步的讨论：长期影响 

 上文的实证模型主要讨论了当期增值税负担对企业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这一

小节讨论这一关系是否存在长期影响。表 8 展示了加入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到

列（3）分别加入了一期、两期和三期的增值税实际税率滞后项。在前两列中，当期、一阶

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第三列中，当期和二阶滞后项不显著，一阶滞后

项和三阶滞后项显著。造成第三列部分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随着滞后项数

量的增加，回归使用的样本量减少，从而标准误增大；另一方面，不同阶数滞后项之间存在

共线性，因而当期和二阶滞后项的效果被其它滞后项吸收，导致系数变小。总体而言，表 8

的结果支持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长期影响的存在。当增值税负担增加时，

不仅当年的排污强度会有所增大，接下来几年的排污强度也会增加，显示出增值税负担对于

企业超排行为的影响可能具有持续作用。 

表 8                    增值税负担和工业污染排放-长期效应 
 

(1) (2) (3) 

增值税实际税率 0.1754*** 0.1402** 0.1211 

(0.049) (0.071) (0.077) 

增值税实际税率-滞后 1 期 0.2395*** 0.1677*** 0.1153** 

(0.053) (0.048) (0.050) 

增值税实际税率-滞后 2 期  0.0915* 0.0272 

 (0.054) (0.055) 

增值税实际税率-滞后 3 期   0.1184** 

  (0.049) 

观测值数量 2,600 2,340 2,080 

R 平方 0.686 0.670 0.636 

城市数量 260 260 2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本表中的回归均为 OLS 回归。括号内为均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 、 和*分别代表

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城市层面增值税和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考察了增值税征管力度对于企业超标

排放污染物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当增值税负担加重，企业可能会通过向环保

领域转嫁非正规经济活动，通过增加单位产值的排污来降低成本。由于在逃税和排污这两种

节约企业成本的非正规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导致在税收领域单一维度国

家能力的强化，反而会削弱环境管制治理绩效。公共治理是一个综合、多维度的体系，现代

化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多管齐下；缺少一致行动的治理行

为可能导致跨部门的外部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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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财政税收能力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这不仅缘于税收的

总量重要性，同时是因为税收负担和征管力度的结构性变化将影响到包括环保在内的其他

领域。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环保问题，一个可行思路是结构性地调整税收力度，在加大对排

放强度较高行业的环保督查的同时，对于排污合规情况好的企业适度降低税费负担作为奖

励 (tax credit)。与直接加诸工业企业的“排放税”相比，这种对于税收负担的结构性调整，或

许有利于在不增加甚至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利用价格机制提高企业在环保合规上的激励，

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降低成本、优化环境的总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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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注：表中所有名义变量均经过价格处理。 

 

  

变量名称 定义 数据来源 

污染物排放相关变量 

工业 SO2 排放强度 工业 SO2 年排放量/真实工业总产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工业烟尘排放强度 工业烟尘年排放量/真实工业总产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工业废水年排放量/真实工业总产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排放强度指数 见正文 3.2 部分 
 

政府收入 

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

资料》 

增值税实际税率 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工业总产值 
 

增值税依赖程度 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地方政府总收入 
 

应交增值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税收收入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总收入 地方政府总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营业税收入 地方政府营业税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所得税收入 地方政府所得税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总收入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企业置地成本 土地出让收入/ GDP 总量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其他变量 

工业总产值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 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工业增加值 
 

工业企业数据库 

第二产业 GDP 占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 GDP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企业平均资产规模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额+工业企业流动资

产总额)/工业企业数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 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工业企业数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数

量比重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地企业平均利润率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环境规制强度 因水污染超标被通报的企业数/工业企业数

量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本地企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 

工业企业负债合计 / 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地企业平均财务成本 财务费用 / 资产总计 工业企业数据库 

国有企业占比 将控股类型为国有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

业，本地工业企业当中国有企业数量比重 

工业企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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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增值税收入与其它政府收入相关系数 

  增值税收入 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 所得税收入 营业税收入 

增值税收入 1.000         

财政收入 0.928 1.000       

税收收入 0.938 0.994 1.000     

所得税收入 0.925 0.956 0.970 1.000   

营业税收入 0.870 0.964 0.973 0.942 1.000 

 

 

 

附图 1：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的影响 

 

 

 

附图 2：增值税实际税率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 

 

 


